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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被遮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 
 

作者：王政 

来源：小镇读书会 

 

讲座回顾：1 月 24 日，王政老师为小镇读书会作第 2 期主题讲座。讲座主题是“探寻

被遮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下面是讲座主要内容，小镇读书会特编

辑整理，以飨读者。 

 

 

今天的讲座，我先从五四时期讲起。之所以要讲五四时期的历史，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对

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共早期党员们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陈独秀 1915年开办了《新青年》刊物，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他希望以此来改造中国的

文化，推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主题以反儒家社会性别制度以及男

权专制体制为主要内容，成为五四女权的思想政治资源。 

1919 年五四运动发生后，很多青年学生都阅读了新文化刊物。这些活跃的学生群体中

的女学生们，积极发起和参与了女权运动。她们追求恋爱自由（反对包办婚姻）、离婚自由、

男女社交公开、男女同校、职业向女性开放，以及追求独立人格等等，这些议题成为五四女

权运动的主要议题。 

中国的现代性离开了女权运动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了女权运动，中国一半的人会是

什么状况呢？缠足、文盲、男女不能同校、男女授受不亲……会跟今天的中东国家差不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女权运动者们，被中国共产党男女平

等的政治纲领吸引了，她们都参加了中国革命。在五四女权领袖中，最著名的是邓颖超。她

15岁就是天津女权运动同盟会的领袖人物，1925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要强调五四女权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呢？因为不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和新文化

有关，包括毛泽东等人，都受到新文化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员，都

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批学生积极分子，包括女性知

识分子。后来在革命运动中，又吸收了很多农村妇女、女工以及社会各界的妇女。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妇女参加革命呢？我采访过 1926年参加革命的黄定慧老太太，她告

诉我说，当时参加革命的妇女十有八九是因为逃婚，或者是因为受到了婆家的虐待。这些由

社会性别所造成的压迫，使她们投奔了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就像一个受家暴妇女的避难

所一样。现在中国城市很多的青年女性，也有被父母逼婚逼得要命的，要是我现在建一个这

样的避难所，那么大家都会逃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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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定慧 

邓颖超这样的女权主义领袖们，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她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她们参加革

命，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男女平等的纲领。她们参加了革命以后，就把五四女权的议题

都带进了中国共产党内。 

中国革命不光继承了五四女权的这些议题，而且还有所发展，但也有些做法后来产生负

面效应。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看来，如果不主张推翻私有制，而是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

度下倡导妇女的平等权利，那么就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只有参加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

以推翻私有制为目标的妇女运动，才叫做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 

这种从欧洲马克思主义政党学来的区分是一种政治运作，日后中共党内的一些男权领

导往往会用“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这顶帽子，扣在执着地坚持争取妇女权益的女干部头上，

并把“女权主义”这个词污名化了。 

这些五四女权主义者参加了共产党后，她们的关注对象就和五四时期不一样了。在大革

命时期，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农村地区。党内的女权主义者就做了很

多妇女的动员工作，尤其是女工和女农民的动员组织工作。这就跟五四时期学生关注的女权

议题不同，五四时期学生聚焦在大城市里面与学生、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相关的议题，关注婚

姻自由、恋爱自由、男女同校等问题。 

但是在和工农结合之后，她们就关注起了不是本阶级的妇女议题了，有意识地转向了与

工农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这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女权主义者，对五四女权的一个发

展。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些具体的人物。 

陈波儿是广东汕头庵埠镇的富商家庭出身，在上海艺术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左翼的演员。

在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共产党幸存下来的那部分人，要么上了井冈山，要么转到地下了，留

在城市里的都是地下工作者。这些地下工作者一般都是职业人员，都是靠自己的工作养活自

己来干革命，很少有拿组织津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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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在国统区，但因为当时上海有租界，各个租界里面还有不少的空间，可以搞出版，

可以演戏，当然国民党也会来审查，但是还是有很多空隙。一群左翼艺术家就在沈端先的领

导下，成立了一个电影工作小组。他们打进了上海的电影工业，进入到私人的电影公司里面

去，拍了一系列的左翼电影。 

30 年代的左翼电影非常棒，今天我们来看的话，都会觉得影片里表现的社会场景似曾

相识，因为很多议题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当时这批左翼的电影工作者，对中国的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批判。他们都普遍有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因而对于妇女

的状况，妇女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压迫、剥削和摧残，都有很多的描述，尤其是在夏衍（沈

端先的笔名）的笔下。 

陈波儿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加入了左翼的话剧团，她演的第一个著名的街头剧是《放

下你的鞭子》。随后她又参与了电影拍摄，《桃李劫》是她的成名作。1938年陈波儿秘密参

加地下党，投奔到延安去了。党组织给她的任务，就是让她带领妇女儿童考察团到抗日根据

地，考察根据地妇女儿童的状况。她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考察，随后回到延安，搞了很多很有

创意的戏剧。 

 
《桃李劫》中的陈波儿与袁牧之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 1946年派陈波儿从延安到长春，到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

工作。东北电影制片厂是在接收“满映”的基础上改建起来的，这是日本在亚洲建的一个设

备最齐全、最豪华的电影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对中国社会主义

电影模式的创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北电影制片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个国营电影

制片厂。 

陈波儿参与编剧导演的第一部女英雄片是《中华女儿》，讲的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女战

士。她们创作的时候素材并不多，但是陈波儿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非常明确地要把中国妇

女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记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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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儿拍了一系列以女英雄为主的影片，创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女英雄这样一种电影

范式。我 1985年到美国后，发现好莱坞电影一直都是一种英雄救美的模式，总是把女性性

化。好莱坞直到 2000年后才有了第一部女英雄电影，而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已经有很多

女英雄影片了。 

《中华女儿》放映的时候，观众们都非常感动，从当时大量的影评、观众的观后记都可

以看出来。当时很多女革命者刚刚从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战场回来，看了后都感觉非常的欣

慰，因为参加革命的妇女的贡献、牺牲被电影记载了。这部电影是 1948年完成的，作为献

礼片献给了 1949年由全国妇联承担的第一个国际妇女大会——亚洲妇女大会，这个大会是

国际民主妇联委托中国妇联办的。影片在大会上得到了好评，送到国际影展上也得了奖。 

 
《中华女儿》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党内的女权主义者也在国家的政体中掌握了一定

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一般是根据文化程度和党龄来分配工作的。20 年代参加革命的那批人，基

本都在中央层面，比如邓颖超、蔡畅等；30年代参加革命和抗战的，很多也在中央层面，比

如陈波儿、袁牧之夫妻两个主管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影的创作；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

有文化的可能在省一级，没有什么文化的可能就在村子里面做事。 

1949年女党员总共有 53万，人数应该也不算少，但是有文化的不是很多。不过只要是

有文化的女党员，一般都会安排相应的职位，所以体制内的女共产党员参政也不少。 

在当时，党内女权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是推

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党内女权主义的运作下，“封建主义”

充满着社会性别含义。我们今天用的性别歧视、大男子主义、男权主义等词，当时就都可以

用封建残余、封建思想、封建主义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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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做历史研究，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词语要有一种敏感性，这些词语的含义、什么时

候产生、在什么历史背景中产生、词义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什么时候谁在用这些词、

谁让这些词发生了变化、背后的政治运作是怎么回事、这些词语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被抛弃，

都是非常复杂、非常有趣的历史过程。 

宋庆龄、邓颖超、蔡畅都是 20世纪中国左翼的妇女运动的领袖。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她们也没有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当然她们是完全有资格的，她们在党内都是非常

受尊重的人物。 

邓颖超和蔡畅建立了全国妇联，全身心投入全国妇联的工作，蔡畅是主席，邓颖超是副

主席。 

 
蔡畅、邓颖超、宋庆龄 

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做了哪些事？一个就是组织建设。她们建立了全国妇联，在 6

级行政机构中都建立了妇女组织：全国妇联、省妇联、市妇联、区妇联、县妇联、街道妇联。

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妇联组织的 6级结构，每一级都和政府是平行的，这个组织架构不是

党中央让做的，是女人自己创立的，是邓颖超等妇联干部从地方上自己推起来的，推得非常

艰辛。它的每一级由全国妇联领导，但是全国妇联不能任命下属各级妇联领导，而是由同级

中共组织部任命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台了《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就是 1950

年的《婚姻法》，它由邓颖超领导、全国妇联的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婚姻法起草委员会所起草，

成员包括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罗琼和王汝琪等人，都是在民国时代活跃的女

权主义活动家。她们把五四的理念、议题都放进了《婚姻法》里面，这是一部非常激进的女

权主义法律。这部法律以反封建婚姻习俗为主题，明确“禁止重婚、纳妾”，重点保障了占

绝大部分中国女性人口的农村妇女的权益，让长期处于买卖和包办婚姻下的农村妇女获得

了拒绝包办和离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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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女权主义者追求实现社会性别、阶级、少数民族的平等，还要推进妇女参加有偿劳

动。这参照的是恩格斯的理论，即妇女只有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根据

恩格斯 19世纪的观察，在资产阶级的小家庭中，妻子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她是丈夫的私

有财产，作为别人的附庸不可能获得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妇女从小家庭中

解放出来参加公有制中的社会生产劳动，获得了报酬和经济的独立，才能够彻底的解放。 

这些党内的妇女工作者，从 1949年以后就大力推进妇女就业。她们要让妇女进入以前

男性占领的各种各样的职业领域。 

邓颖超 60年代初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就说，“妇女一切都可以做”。这就不是以男

性为标准，而是强调妇女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推动妇女进入各种各样的传统的男性领域。

在她们的努力下，50年代就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女汽车司机、女火车司机和女飞行员。 

 
孔庆芬：全世界第一位远洋轮船的女性船长 

另外，她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解决产妇和婴幼儿的健康问题，到农村做了很多培训。所

以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新生儿死亡率很快降低，这个成就主要是妇联系统跟卫生系统，也

就是以妇女为主的部门来推的。妇产科、妇婴保健都是与民国时期以来女权主义者在医疗领

域中的努力分不开的。 

杨崇瑞民国时期就开始推妇婴保健了，邓颖超 1949年以后把她从国外拉回来后，她就

一直在推妇婴保健培训。农村如何用新的接生法来减少农村妇女生孩子时候的感染，以此来

降低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这些都是女人干的事，非常有成就。 

扫盲也是一个大工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90%的中国妇女是文盲，所以女

权主义者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扫盲，她们办了很多免费的扫盲班，各个地方都去办，办到村子

里，办到工厂里，这些都是女人在做的事情。 

接下来，我集中讲一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生产。《中国妇女》是在延安的时候创

刊，因为战争原因停刊了，1949年全国妇联成立的时候，决议要复刊《中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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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刊以后的第一任主编，就是 30年代创办《妇女生活》的地下党沈兹九。第二任的主

编是董边，她 1938年到延安入党。还有 1952年开始做美术编辑的石玉梅，中央美院毕业，

分配到《中国妇女》杂志专门做美术编辑，负责封面和封底。 

 
左：1950年《新中国妇女》第十五期封面；右：1950年《新中国妇女》第九期封面 

西北妇联的宣传部部长李屺阳，非常有想法。她对《中国妇女》提意见，说这个通俗妇

女刊物中的扫盲读书课本太偏重城市了，虽然党的方针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但中国的

现实是农村人口占绝大部分，她认为妇女杂志应该面向农村。 

李屺阳决定建立通讯员队伍，尽可能多地给《中国妇女》供稿，反映农村妇女和西北少

数民族妇女的生活状况。因为西北的农村妇女不识字，李屺阳还出了面向她们的《西北妇女

画报》，农村妇女用一个鸡蛋就可以换一张彩色的画报，看图片就可以理解故事情节。她是

陕西榆林望族出身，但对农村妇女非常有感情，一直在陕北农村做农村妇女工作。 

《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非常诚恳地接受了李屺阳的批评建议，立即对杂志内容做了调

整。李屺阳后来就被调到全国妇联宣传部。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真的看到一种非

常健康、非常民主、意气风发的氛围。在中国共产党的女共产党人中，真的能看到一种极令

人感动的精神风貌，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工农妇女利益的工作中去。 

总的来讲，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不仅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带有社会性别含义

的“反封建”议题，也以对消除阶级等级的深刻关注发展了女权主义。 

到了 1964年以后，“铁姑娘”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传播最广的主流形象。因为大寨

1963 年受了灾，书记陈永贵就带着村民们去修梯田、修窑洞，一开始都是男性干的活儿。

后来 14-19岁的女孩自己组织了一个队，叫突击队，也参与进来了。 

陈永贵说你们这些妮子真了不得，都是铁打的，寒冬腊月和男的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后

来突击队就很自豪地说自己是“铁姑娘”，这是一群农村年轻女孩自己命名的一个集体。后

来，大寨成为全国的农业的一面旗帜，“铁姑娘”也在全国闻名了。许多领导人都去大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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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过，铁姑娘就成了所有妇女的榜样。所以这是阶级和社会性别的双重翻身，最底层的农村

劳动妇女成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表率。 

 
《人民画报》上的郭凤莲 

美国的社会性别史学者 Gail Hershatter（贺萧）有一部写中国农村合作社历史的专著《记

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也写到农村妇女劳动，她说农业劳动以女性为主

的状况，其实在 1958年就开始了，那时搞人民公社需要妇女劳动力，就已经动员了农村妇

女。 

在历史上妇女参加体力劳动也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在很多受到战争肆虐的地区，男人

都去打仗了，谁提供粮食？就是农村妇女。在有战乱的地方，体力活都是女人干。不打仗的

时候，家里没男劳力的时候也是要靠女人。女人干和男人一样的体力活，甚至可能干的更多，

因为女人要在田里干体力活，回家还要养猪养鸡养鸭、纺纱织布，缝衣做鞋，历来如此。 

中国从 1958年以后，妇女参加劳动开始由国家来动员。国家动员是基于两个层面的原

因，一个是国家需要调动妇女劳动力参加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另一个是妇联系统希望妇女能

够走出家庭、挣工分，因为集体化后如果没有工分不挣钱，就没有经济地位，这一直是妇联

非常关注的问题。 

从 70年代末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整个的社会性别话语发生了极大的扭转。

精英知识分子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他们把“铁姑娘”这个符号在当时所负载的多重

含义，以及具体的铁姑娘们的杰出贡献和赋权历史抹去了。 

铁姑娘从劳动妇女双重解放的象征，急剧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把女人男性化”

的象征，成为“极左”政策的象征。妇女对社会主义集体劳动的参与，也被简单地定义为父

权国家对女性身体的征用或利用。 

打着要反对“极左”的名义，知识精英们开始强调女人要做女人，要有女人味，要做贤

妻良母。在他们看来，要是让男人做家务，那么国家就没有阳刚气了。社会学家郑也夫发表

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论文《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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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一解放运动是以扶持弱者、抑制强者为手段的，它把男子赶进了家务，

把女子推向了社会，它使强者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从而破坏了

社会的基本分工，瓦解了社会的起码的效率。在日本社会中，一个女子成年后到社会上

工作，结婚生育后又返回家中，待孩子成人后她才再进入社会工作。也就是说，在日本

‘一个男人、半个女人’就完成了社会生产的现代化，同时又拥有一个整洁、舒适的家

庭。而在中国，夫妻双双下班回家，面对的是一个肮脏凌乱，失去了分工与秩序的家……

这一解放运动将男子打回家庭，成为‘主妇’，将女子赶向社会，成为‘强人’，从而

最终失去了男子的气概与女子的温情，沦落到一种‘中性’或曰‘无性’的状况中。” 

从这段话语里，我们就能充分认识到当时男性知识精英的性别视角。那么，今天的妇女

真的不干体力活了吗？相反，干得更多了。进入 21世纪之后，农业劳动的女性化依然延续

着。 

随着大批男性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中老年妇女成为中国农业的主力。而今天我们看不

到任何城市精英去担忧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村妇女的“男性化”问题。所以我们就能知道，

80 年代对“女性男性化”的批判是一种话语运作，是城市精英男性批判否定社会主义男女

平等实践、重建他们阶级和性别等级特权的话语运作。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妇女》杂志依然是全国妇联的一份刊物，她们的编辑部也还是属

于全国妇联领导的。但是她们出的杂志跟其它商业性的杂志没什么两样，都是以西方白人模

特为模型来推销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 

 
左：2007年《中国妇女》六月上半月封面；右：2007年《中国妇女》二月上半月的封面 

 

国家女权主义者，顾名思义是在体制内推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在男权掌控的国家机器

内部来推进妇女权益，要对男权文化的社会机制来梳理批判，难度很高，阻力、风险非常大，

随时会被扣“资产阶级女权”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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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必须要有一套策略才能够比较好地

运作。邓颖超就教大家，要做无名英雄，要借助党的中心工作，发动妇女来做党的中心工作，

从中争取所需要的为妇女谋利的资源。 

我在书中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隐埋政治：要以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的名义去推进妇女权

益；千万不能争名夺利，要在下头埋头苦干，苦活脏活累活都是她们干，但干出来的成绩要

贴在男性领导的脸上，这样才能和他们搞好关系。 

另一个是抹杀遮蔽政治，就是党内女权主义者干了很多事儿，但没人知道是她们干的。

正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都是在幕后运作，所以没有多少人能认识到，1949 年以后

中国妇女在各方面的进步和权益的获得，都是这些女权主义者争来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婚姻自由、降低新生婴儿死亡率、扫盲运动、妇女参与社

会有酬劳动等等成就的取得，都是党内女性在推进的，例外非常少。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妇女

解放运动历程要有社会性别的想象。 

邓颖超“文革”后回到全国妇联，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妇女运动史的写作，要求全国

各地征集妇女运动史料，推动大家来写回忆录、写妇女运动史。因为她要把女革命者们、妇

女解放运动的推动者们包括党外女权主义者所做的事情记载下来。 

原《中国妇女》主编董边在退休后，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全力以赴地为妇女干部们编撰

了多种回忆录。这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清晰地看到，她们为了妇女解放而做的种种努力已经

在被历史遮蔽了，编写妇女运动史和妇女工作干部回忆录是她们临终前的最后一搏。全国妇

女出版社出了很多中国妇女运动史的史料，好几个地方妇联也出了地方妇女运动的史料。 

总而言之，回顾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一个概括性的经验教训就是，社会主义

的经济革命必须与女权主义革命同时进行，不然由男权主宰的任何革命，只能导致不平等制

度的再生产和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继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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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环节（节选） 

提问 1：请问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时期，在社会劳动领域之外，在家庭尤其是家务劳动

和社会领域之中，男女是否实现了平等，是否存在女性的第二轮班现象？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把城乡分开。农村妇女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集体化以

后，她又要到田里去干活，又要做鞋、做衣服、养鸡、喂猪、割草做猪食，等等所谓家庭副

业，非常辛苦。城市里的话，要看你在什么样的单位。 

 
辛劳的农村妇女，图自《山海情》 

如果你的单位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你的单位会有宿舍，会给你分房，工厂还有厂办的

食堂、托儿所。在你休完 56天的带薪产假后，厂里还有哺乳室，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去哺

乳室给宝宝喂奶，孩子大了还可以去托儿所。这都是单位免费的福利。但如果你的单位是集

体所有制的，那么福利就会差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多数没有托儿所，但是有时候街道的

政府会办一些，所以你也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 

这些提供给女工的单位福利，都是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机制，但后来都在国企改革的过

程中被砍掉了。1980 年以后的经济改革，主要强调经济效率，开始以利润为中心。一些厂

长、经理拿权力换资本，逐渐把国企私有化了。要获得更多利润，剔除女工就可以大大减少

与女工相关的福利和产假支出，所以就出现了以女工为主的下岗潮。 

当时中国妇女的就业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全体职工中有 38%是女职工，但是下岗人群

中女职工比例占到了 62%。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间，社会性别这种不平等的机制就

在起作用。大批的女职工下岗后，一下子什么都没了，命运是非常悲惨的。很多东北国有企

业的下岗女工，后来去做了性工作者来养家糊口供养孩子上学，这些都是“经济改革”中工

人群体的惨痛的经历。 

提问 2：您认为今天的女权运动困难在哪里？未来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答：“封建主义”这座大山，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地推倒它。所以推翻“封建主义”里男

权主义这座大山的任务，依然摆在我们面前。那面对这座大山，你能怎么去撼动它？哪怕你

能用小锤子砸下一块石头下来，也是一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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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学者，就用我的学识来告诉大家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历史，我的工作就是为中

国女权做一份家谱，让我们后人知道前面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先辈们，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

情，改造了中国的文化。可以这么说，整个 100多年中国所谓现代化的进步，就是女人的进

步。 

从人的心灵结构来说，100多年前有几个中国的女人是像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

妇女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极少极少。所以这种变化哪里来的？就是

因为我们的前辈在一步步推进了，所以我的两本英文著作都在叙述这个历史过程。 

第一本书是讲五四女权那一代人，她们怎么推进的？才让我们有可能有了今天的这种

生活方式。第二本就是讲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是怎么推进的。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

男女平等政策是不管男女，大家一律有工作、有工资，而且同工同酬。在全面所有制企业里，

同一批学生分配进去，不分男女，同届毕业生就是一样的工资。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各个方面的推进确实卓有成效，使得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中国妇女

走进了各个社会场所、职业领域。我在中国接受的大学教育，一分钱都没花过，都是国家支

付的。一大批妇女能够接受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推动的效果。 

我可以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妈妈是 1910年出生的，是个缠足文盲妇女。但我跟她就是

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我很感激这 100多年里女权先辈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她们推倒了

种种的性别藩篱，推进了男女平等的各种机制的建设。然后像我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接受了高

等教育。前人种了大树，我们后人才能乘凉。 

但是在今天，社会主义时期很多的平等机制已经都被颠覆掉了。女性在教育、就业等方

方面面受到了歧视。现在主流文化还推崇青年女性去做贤妻良母。几千年中国女人就是做贤

妻良母、相夫教子，做男性的生育工具。历史就是这样的，你往前推进了，但是保守的势力

就要把你往后推，这是一个拉锯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有责任要让青年人知道，历史上我们的先辈们做

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使得今天我们作为后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高度和生存状态。我

们需要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如何把前辈开拓的事业往前推进，也为后人种几棵树。 

提问 3：我们作为男性研究者，如果想要研究女权的话，我们该如何突破个人视角的局

限性？ 

答：20 世纪初的时候，很多男性知识分子为了彰显自己的现代性身份，他们在报刊上

发表呼吁妇女解放的文章，在课堂上讲授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底下的一些女学生眼睛里都

冒出了仰慕目光，觉得这样的男性很前卫，真是难能可贵。但是谁知道他一回到家，就去打

老婆去了。中国这种知识男性太多了，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在欧洲最先提出的 woman question是讨论社会性别的议题，到了中国后被翻译成了“妇

女问题”。在中国厌女文化中，男性文人就理解为妇女是问题。他们说中国那么落后，积贫

积弱，被强权的列强打败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半身不遂啊，因为这一半的女人太差了，

太落后了，所以我们要改造女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到了男性知识分子

的嘴里就曲解成了改造妇女运动。中国的这样一种男权文化根深蒂固，到现在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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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中，我经常说 21世纪的女权运动是应该由女性来领导的。20

世纪初的时候，男人作为女权的先锋，解决不了性别的等级关系问题。21 世纪的女权运动

应该由女性来领导，当然要欢迎男性参加。 

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真的半身不遂了，那么需要改造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我觉得今

天必须要有一个男性的改造运动，但这是一种自觉的运动。女权主义者不掌握任何政治权力，

像我这种人不过就是一个学者而已，不可能来强迫你去改造。所以中国社会要往前走，要推

翻这座大山，只有觉悟了的男性自己起来改造自己，改造这个男权社会建构起来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 

你对怎么做一个男人、什么是一个男人，是怎么认识的？我们能不能倡导一种健康的男

子气概、男性特质。这些大量的工作都需要男性来做，你要有逻辑思考能力，要有反省能力，

审视自己被男权文化浸润而产生的种种人格缺陷，审视性别特权对自己心灵的腐蚀。 

我对国内的男性知识分子还是有不少接触的。我经常看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们一开

口讲到性别议题就会出错，底下国外学者会笑。他也不知道别人在笑他什么，人家是觉得他

太不着调，他反而觉得自己很幽默。 

我在国内经常被邀请去讲课，有一次到广西的一个高校，请我的老师就让学校领导什么

的来陪我吃饭。那天陪我吃饭的是他们学校校一级的领导。这个领导 40来岁，也出过国做

过访问学者。他就问：“哎呀，王教授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啊？”我说我做社会性别研究。他

问什么是社会性别啊？我简略地说，就是用各种学术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他们

之间的社会关系、文化建构。他就是：“噢噢，我懂了，这个很重要。” 

他说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个社会要解决好男女之间的矛盾呢，那就要让妻

子回家，然后让妻子把工资拿回来，交给她的丈夫来管。 

然后，我就惊呆了！所以呢，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一场男性的、自觉的自我改

造运动。我希望在青年一代中有许多清醒地拒绝认同霸权性男性特质的男性出现，和女权主

义者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改造工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

观世界。 

 
电影《李双双》中的劳动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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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4：80 年代后，那些在新中国取得的女性自觉意识的进步和主体性生成受到了压

制，开始大量强调文化意识形态身份等关联女性气质的差异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与世界

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的展开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 

答：在整个 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我们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这个转型的过程

是非常混乱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来了。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呢？一个多世纪以来，各

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话语，都“compressed”（压缩）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了。 

本来在各个时间段发生的各种互相抵触的、矛盾的意识形态，现在全压缩在同一个时间

段里，所以就发生了很多杂乱不堪的东西。我把这种现象叫做“compressed temporalities”，

即一种压缩的时间和空间。 

在革命时期被压制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回归了，强调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要相

夫教子、做贤妻良母。这是儒家的文化。而如果按照儒家的文化，那么女人不能露大腿、不

能露胳膊、不能露脖子，但是现在又不是这种情况。因为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也进来了，女

性被这种消费文化所物化和性化了。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出现在同一种时间和空间

里，共同形成了对妇女的压迫。 

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在八九十年代进来了。在抛弃掉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理念

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打着拥抱现代化的名义之下，事实上拥抱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要拉大阶

级差别，淘汰“弱者”。包括劳动人民自己也开始这么认识了，他们感觉自己穷就是因为没

本事，人家有本事所以人家有钱。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提高工人、农民对不平等社会制度的

觉悟，努力构建出来的革命话语和历史，全部给洗掉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 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常反动的思潮。

它把自然界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套到了人类社会，认为人类也是分为高等和低等，低等人活该

被淘汰，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这种腐朽的

思潮在西方事实上已经被批判、解构和埋葬了。人家已经往前走了，但我们却反过来要拥抱

这种被人家抛弃的腐朽思潮。 

更可耻的是什么呢？连马克思主义都被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

有阶段的嘛，所以 8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没有经过资本主

义原始积累阶段，所以我们要补一段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课，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很残酷的。

于是这种思潮就把对工人和农民的压迫和剥夺合法化了。 

在女权方面也是这样。我 1985年到美国上《美国妇女史》课程的时候，当时老师说我

们现在非常不平等，美国妇女的收入是男性的 60%。当时我就感觉，你们好落后。当时中国

的统计，我们女性和男性的收入比是 80 对 100。现在倒过来了。所以我们像是在走一条逆

行的道路，与国际社会追求平等公正的主流价值和实践背道而驰的路。 

 

（本文经演讲者审定，对讲座内容有删节和增补。） 

 


